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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南亚华人研究的重要成就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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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a famous cultural anthropologist with his idea of“multiculturalism”and broad hu2
mane concerns , Professor Li Yih2yuan ha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and
pushed forward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 Taiwan during the past
fifty years. This paper focuses on Li’s academic experience and training , his important achieve2
ments , especially his anthropological examination , and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of the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一般认为 , 人类学的东南亚华人研究开始于二战后[1 ] 。人类学者涉足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与
二战后亚洲区域的局势变化密切相关。一方面 , 东南亚各国在二战后的反帝反殖浪潮中相继独立
以及随后在该区域出现的社会、经济变迁引起学者研究的兴趣 ; 另一方面则是 1949 年后中国大
陆的政治变迁 , 使得研究传统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类学者无法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 , 于是当时的汉
学人类学者 , 如 W. Skinner 、M. Freedman 等不得不选择新的替代性的田野地点 , 除了台湾、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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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的重镇。1962 年 , 时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的李亦园开始进行砂劳越华人
的田野研究 , 这项工作被视为“开启了台湾人类学界的东南亚华人研究”[2 ] 。1965 年 , 他相继发
表了《马来亚华人社会的社团组织与领袖形态》、《东南亚诸国现代化的若干问题》以及《The
Dynamics of Dialect Groups among the Chinese in Sarawak》等论文 , 这些成果亦被视为“台湾人类学
界东南亚华人研究的起点”。从 1963 年至 1967 年的三四年间 , 他又三度前往马来亚柔佛州的麻
坡镇进行田野工作 , 其成果后撰成《一个移殖的市镇 ———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于
1970 年出版。该书是第一本以中文发表的人类学东南亚华人研究专著 , 它的出版同时也奠定了
李亦园在人类学东南亚华人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 李亦园教授先后担任台
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新竹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所研究员、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
长、新竹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等职务 , 教学工作与学术行政
十分繁忙 , 少有机会再到东南亚做长期的田野研究工作 , 但他仍多次主持综合性的研究计划 , 支
持、鼓励和推动学者的东南亚华人研究 , 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3 ] 。
笔者从 1989 年开始因各种机缘接触李亦园教授 , 拜读他的著作 , 聆听他的教诲并逐渐了解
他的学术贡献和治学方法[4 ]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主编嘱笔者在“海外著名学者”专栏中 , 介




1931 年 , 李亦园出生于中国著名侨乡 ———福建泉州。与当地许多人家一样 , 他的家族与东
南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父亲在菲律宾执教数十年 , 他的一些家族成员移居并长期生活在马来
亚。因此 , 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与东南亚以及东南亚华人有着密切联系的家族环境中 , “对华侨
在东南亚社会的贡献有着亲切的了解和认识”[5 ] 。
1948 年他在家乡的培元中学完成学业后 , 因仰慕泉州同邑乡长、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化学
家庄长恭院士之名 , 17 岁的他从泉州去台报考台湾大学。李亦园在高中时代最喜欢的科目是地
理 , 特别是对人文地理深感兴趣。但当他来台湾大学求学时 , 由于当时该校未设地理系 , 只好选
择相近的历史系就读。1949 年台湾大学成立考古人类学系 , 李亦园决定转系 , 就读于考古人类
学系 , 直到 1953 年毕业 , 开始了其作为专业文化人类学者的研究生涯。
李亦园的学术训练和研究兴趣 , 深受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西方著名人文学家和学术思
潮的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 , 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变迁 , 一大批当时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
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迁移台湾。如中国考古学、人类学的开山始祖、因发掘河南安阳殷商文化遗






人类学”, 也要到医院学习“人骨学”; 修读“殷商社会”, 也要辨识甲骨文等。学校的人文环境
也很宽松 , 例如 ,“李宗侗先生在讲授《中国古代社会》课程时 , 以法国民族学理论的初民社会





后 , 他在一次口述历史的访谈中谈到 , 李济先生所教授的“体质人类学”知识 , 对他影响深刻。
他说 , 直到现在 , 他在探讨文化问题时 , 仍然不脱“近化”的观点和理论。他所谓的“近化”,
并非只是指由高到低的发展 ,“而是对基因的变化、基因的保存 , 乃至强调多元基因的重要 , 把
少数民族视为稀有的生物与文化基因一般。所以文化多元的概念 , 逐渐成为我在学习上跨学科的
动力”[6 ] 。后来 , 他也把“文化多元”的基因理论 , 运用在马来亚麻坡华人社会结构的研究中。[7 ]
对李亦园学术训练和治学方法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因素是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学
术思潮。1958 年 , 已跟随凌纯声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了两年的李亦园 , 获
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的奖学金 , 前往哈佛人类学系攻读。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美国人文学界 , 盛行社会科学科际整合的学术风气。李亦园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 , 受到很好的多
元学科与科际整合的训练。他的系主任克隆孔贯通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学四
门知识 ; 另一位教授斐约翰是东方与日本经济研究专家 , 为他奠定了进行亚洲研究的基础 ; 另一
位教授杜宝亚专精于文化与性格的研究 , 是当时美国甚为流行的人类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在哈佛
学习的两年 , 对李亦园日后的治学影响甚大 , 激发了他对多领域社会学科整合的研究兴趣与视
野。1960 年 , 当完成留学任务返回台湾后 , 他不仅以“文化多元”和跨学科的理念开始包括东
南亚华人在内的多元学科的学术研究 , 也推动台湾人文学界科际整合学术风气的发展[8 ] 。
二、多重视野与学术贡献 : 从异文化到己文化的研究
李亦园在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曾指出 , 数十年来 , 他研究的领域是从异文化到己文化 , 再
延伸到东南亚华侨的探索[9 ] 。因此 , 在讨论李亦园的东南亚华人研究之前 , 有必要阐述他在从异
文化到己文化研究中的多重视野与学术贡献。




年 ,“中央研究院”成立民族学研究所 , 凌纯声任所长 , 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对即将迅速消失的高
山族文化进行调查研究。李亦园受凌纯声先生影响 , 从台大转入民族所 , 多次参与凌纯声、陈奇
禄等教授主持的对邵族、排湾族等民族的民族学田野调查。1960 年从哈佛留学回台后 , 他担任
总主持人完成了民族学研究所对台湾南澳泰雅族文化的一项大型集体田野调查计划 , 并主持编撰
成《南澳的泰雅人 ———民族学田野调查和研究》上、下两册 , 于 1963 年和 1964 年以民族所专刊
甲种五及六出版。
除了这部南澳泰雅人的研究著作外 , 1962 年 , 李亦园出版了《马太安阿美族的物质文化》
一书。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台湾土著民族的社会与文化》, 1982 年由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此
外 , 从 1954 年到 1963 年 , 李亦园发表了《邵族的经济生活》、《祖灵的庇护 ———南澳泰雅人超自
然信仰研究》、《Anito 的社会功能 ———雅美族灵魂信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台湾土著族的两种
社会宗教结构系统》等共 18 篇有关台湾高山族的研究论文[10 ] 。这些学术成果对台湾高山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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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李亦园的治学而言 , 他对台湾高山族的研究与成就 , 给了他异文化的视野。他在阐述自己
对异文化研究的体会时指出 , 作为一个汉人 , 他在对土著民族的文化考察中感受到不同民族间强
烈的文化震撼 (cultural shock) 和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 , 并体认到“任何不同的群体共同居
住在同一社会中 , 只要经历一段时间的互动后 , 势将形成高低不同的位阶”。而不同族群在接触
之后所出现的高低位阶差异 , 也会“因此影响族群之间互动的模式”[11 ] 。这种对异文化的研究经
验对他以后探讨包括东南亚华人与当地土著关系在内的各种族群关系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到砂
劳越进行华人研究的田野调查时 , 就以他对高山族的研究经验印证当地的族群关系 : 英国人在当
地地位最高 , 其次为中国人 , 马来人第三 , 而非马来人的土著则最低。并以此作为研究当地族群
关系的基本架构和出发点。
(二) 研究己文化 : 对汉文化的研究
在经过多年的异文化研究之后 , 李亦园的研究对象和兴趣开始转向己文化 , 即对汉文化的研
究。这其中的原因从学术发展来说 , 是 20 世纪中叶西方人文学界流行的行为科学和整合社会科
学的研究方法与治学路向对李亦园的影响。在哈佛留学期间 , 李亦园对趋向于当代的行为科学产
生浓厚兴趣 , 他接触最多的 Dubois 教授很着重华侨问题的研究 , 而他的导师 Pelzel 则是汉文化研
究专家。在他们的影响下 , 李亦园在哈佛时就兴起研究汉族文化的念头 , “常以费孝通先生的
《江村经济》和田汝康先生的《砂劳越华侨》等著作为范本思考”。另一方面 , 就学术理念而言 ,
李亦园认为 ,“作为一位人类学者 , 在对异民族文化有了一番理解之后 , 应该反过来回到原点 ,
认识自己的文化”[12 ]。
从 1962 年开始 , 李亦园将研究重点转向汉文化。受美国教授的影响 , 他最初的计划是以东
南亚华侨社会研究作为切入点 , 继而进行汉文化研究。但由于受当时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制约无法
进行 , 他便考虑先从台湾当地的研究着手。1964 年 9 月 , 他来到距离台湾鹿港镇不远的泉州厝 ,
先后进行十个月的田野工作。这是一次对李亦园的学术转型意义重大的研究工作。数十年后 , 他
在总结自己的学术发展时指出 ,“那是最愉快的一次田野工作 , 而所得的资料与经验一直是我后
来探讨中国民间文化的主要基础”[13 ]。“彰化的汉族村落研究不仅使我得到很丰富的民间文化研究
资料 , 也给我后来华侨社会的比较研究、对照的框架。两年之后我才前往马来亚做调查 , 并完成
《一个移殖的市镇 : 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一书”[14 ] 。
李亦园的东南亚华人研究在 1970 年代以后因教学和行政学术繁忙而暂时搁下。随后 , 他除
了继续推动学者的海外华人研究之外 , 主要的研究重心是以台湾汉人社会为主要对象的汉文化。
李亦园对汉文化研究的最大贡献 , 是寻求一条与传统的汉文化经典研究或“大传统”的哲理
思维相异的治学道路 , 从民间文化或从“小传统”文化来研究汉文化。他认为 : 人民大众的生活
方式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欲 , 他们生活的一切也代表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 欠缺对这些常民文化的了
解 , 总是难以窥视我们中国文化的全体[15 ] 。李亦园的汉文化研究以“汉人民间信仰系统及仪式
行为”和“中国文化体系特质”这两个领域最为著名。他的汉人民间信仰研究的基本特点是“以
小见大”、“由俗论精”[16 ] 。从 1964 年他的泉州厝研究开始 , 数十年来 , 他以民间信仰为主题的论
文很多 , 早期的论文讨论民间信仰的理念和仪式、分析民间信仰对个人心理平衡和对社会和谐的
重要功能。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论文则多以民间信仰的变化及其对台湾社会文化变迁的关
联、因果为主题。1988 年 , 李亦园提出著名的“李氏假设”, 以台湾民间信仰及其仪式行为中所
表现出来的汉人通俗文化的特色 , 探讨存在于小传统里促进台湾企业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因素。由
于该理论校正了一般社会学家只重视大传统的偏失 , 同时也为将来研究同类课题的学者开辟了一
条重要的研究途径 , 因而被学者们誉为颇有启发的“李氏假设”[17 ] 。
对文化观和中国文化的文法的探讨 , 是李亦园对汉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他根据自己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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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对文化的研究 , 提出他的文化定义。他认为 , 所谓文化 , 可分成可观察与不可观察的文化两
部分。可观察的部分按其性质 , 可分为物质技术、道德伦理以及表达感情安定心灵的精神文化三
个面向。但这些仅是文化的图象 , 要了解文化的内部结构 , 还必须从文化结构法则、文化的文法
这些看不见的部分入手。李亦园从上述文化观 , 再根据他自己研究中国民间文化的心得整理出一




会运作的规则 , 又能适用于研究小传统和大传统的一套理论”[19 ] 。
三、以“文化调适”为理论架构的东南亚华人研究
在上节笔者已经谈到 , 李亦园是以研究东南亚华人为切入点而开始其汉文化研究的 , 换言
之 , 李亦园是在汉学人类学的框架下研究东南亚华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 “文化调适”自然成
为研究的理论架构。所谓“文化调适”, 即指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在移居地的文化适应。事实上 ,
这也是当时的人类学东南亚华人研究所普遍接受的理论架构。正如由李亦园、郭振羽主编的《海
外华人社会研究丛书总序》所言 : 当时研究的理念 , 是把海外华人社会当成中国文化的一个实验
室 , 企图借实地调查以了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在本土以外的环境下如何适应与发
展 , 同时也可以与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实验室 ———台湾的研究互为比较 , 以便在某一程度上达到社
会科学方法论所说的控制的比较[20 ] 。
(一) 强调对海外移居者的全面性研究
虽然在研究的目的上 , 李亦园也把海外华人当作中国文化的实验室来看待 , 但与其他以“文
化调适”论考察研究东南亚华人的人类学者相比 , 他在研究过程中更强调华人在不同环境下所显
示的适应形态的全面性研究。1984 年 , 他就华南移民在海外移殖的适应问题提出一个全面的分
类框架。这个框架把华人海外移殖的环境适应分成两大类 : 一类是“本土移殖”, 又分为“台湾”
和“海南岛”两种类别 ; 另一类是“非本土移殖或海外移殖”, 这一类又再分为两种形态 : 即弱
势客地文化 , 如东南亚 , 其中又包括“殖民地时代”和“独立时代”两种形态 ; 另一类则是优势
客地文化 , 如北美、欧洲等[21 ] 。
2002 年 , 他再次修正海外华人文化适应的分类架构。他把海外华人研究的相关领域分成
“辅助性研究领域”和“主体性研究领域 (海外华人社会)”两大类。前一类 , 包括“华南侨区”
与“台、港、澳”两个部分 ; 后一类则分成“弱势客地文化区域 (东南亚地区)”和“强势客地
文化区域 (欧、美、澳地区)”两种类型。李亦园认为 , “研究海外华人必须先了解他们在国内
(特别是华南) 原居地的社会文化状况 , 才能对他们的背景资料有所掌握。———台湾、香港、澳
门虽然不能算是海外 , 但总有其特殊性 , 把这三地当作海外华人社会这个真正的实验室的比较控
制群来看待 , 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至于第三部分主体的海外华人社会 , 也因实验室这一概念 ,
就把实验的外在环境区分为弱势客地文化区域和强势客地文化区域两类”[22 ] 。
上述的分类框架实际上是汉学人类学海外华人研究的一个完整体系。从纵向看 , 这个体系涵
盖了华南移民从祖籍地到海外移居地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 ; 而就横向而言 , 这个体系则显示了源
自同一祖籍地的华南移民 , 因移居地人文环境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类型的调适形态。换言之 , 结
合华南移民在海外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和不同社会环境下的调适形态这两个面向 , 并在此基础上
对不同地域的华人社会进行比较 , 这是李亦园提出的海外华人研究体系的重心所在。




如前所述 , 李亦园从 1962 开始 , 进行将近十年的马来亚华人研究。在他一系列的研究中 ,
以对马来亚麻坡镇的考察以及 1970 年出版的《一个移殖的市镇 : 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
究》最具代表意义。关于李亦园的麻坡研究及成果 , 陈志明已经做了很好的评价。他指出 : 该书
描述一个市镇的华人群体认同、华人经济结构和地方领袖制度的关系 , 并论述了华人的家庭和宗
教生活 , 展现出一个人类学者如何运用参与观察、访问和问卷方法研究一个市镇的族群 , 对人类
学和东南亚华人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23 ] 。这里 , 笔者进一步讨论李亦园如何运
用“文化调适”的理论架构 , 来研究源自华南的中国移民如何在东南亚建立他们的社会组织与文
化形态。
根据李亦园的海外华人文化适应分类架构 , 他在 1963 年至 1967 年间所研究的马来亚柔佛州
麻坡镇的华人社会属于华南移民在东南亚“弱势客地文化区域”环境下调适之类别。他在研究中
考察了自 1884 年麻坡开埠到 20 世纪 60 年代 , 南来拓荒的华南移民在马来亚和麻坡镇所经历的
历史变迁过程。这个过程包括 : 在经济上 , “华人把一个荒凉的小‘港’发展成为树胶集散市
镇”; 在政治上 , 华人经历了“土帮的统治、殖民的压榨、民族主义的纠缠 , 而逐渐步入目前的
情况”; 在华人社会内部 , 则经过了从“私会党”进入“自愿社团”、又逐步涉及“现代政党政
治”的不同历史时期[24 ] 。很显然 , 在李亦园的海外华人分类架构里 , 这是一个纵向的分析层面。
李亦园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在横向上考察华南移民在“弱势客地文化区域”的马来亚柔佛州
麻坡镇的文化调适状况。根据李亦园的研究 , 在马来西亚独立建国三年后的 1966 年 , 当时占全
国总人口 3617 %的近 300 万华人中 , 约有 250 万已具有马来西亚的公民资格。虽然如此 , 在麻坡
镇 , 不论是社团领袖还是一般华人 , 绝大多数还是生活在“种族隔绝”中 , 与当地马来人等其他
族群缺乏互动[25 ] 。因此 , 麻坡华人很大程度上仍处在延续于殖民地时代的华侨社会。然而麻坡
的华侨社会形成于当地社会 , 因而呈现出许多华南祖籍地所没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在社会
形态上 , 由于英殖民政府的半自治统治 , 麻坡华人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结构与组织以维持华人社会
的运作。但麻坡华人在当地所建构的已不是祖籍地的宗族或家族 , 而是以福建、潮州、广府、客
家、海南等八大方言帮群为基本结构的帮群社会 ; 这样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 使得脱离祖籍地行政
管理系统的华人社会必须透过各社团间的“执事关联”关系来建立内部的交往频道 , 以克服社群
内部无统属关系、无权威系统的缺陷 , 进而建立起一套适应麻坡华人的管理体系和组织机构 ; 与
此相适应 , 华人社会精英与领袖的产生 , 也不再经由传统中国社会的教育、科举等方式 , 而是视
其在麻坡华人社会中的经济实力、贡献以及与英殖民地政府和土著社会的关系等因素而定。在经
济形态上 , 华人面对的是一个以胡椒、甘蜜、树胶的生产和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商业市镇 , 而非祖
籍地的农业社会。此种经济环境直接制约了华人社会内部的帮群认同、帮群间社会与经济力量的
互动与消长 , 以及华人社会领袖的帮群所属与变迁等 , 从而影响了华人社会的建立和整合形态等
问题。除了上述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外 , 李亦园所研究的麻坡华人的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也出
现了与祖籍地相异的变化。例如在麻坡镇 , 真正来自同一宗族而能聚族而居的已很少 , “代替宗
族的是同宗会”,“同宗会或宗亲会之不同于宗族的地方在于宗族成员是生而与具的 , 而同宗会都
是要经过一番加入的手续才能取得成员的资格 , 因此两者在基本组织上是不同的”[26 ] 。
对于上述变化 , 李亦园借用“藤”的结构来解释华南移民何以能在马来亚和麻坡复杂的社会
环境下“移殖”一个华人市镇所做的“文化调适”。李亦园以 Babara Ward 女士提出的“直接范
式”、“内在观察范式”和“理想范式”来考察麻坡华人社会 , 认为华人社群中虽然有各种差异 ,
对“我群”和“他群”都有着各自的“直接”与“内在观察者”范式 , 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中国文化的理想范式”存在 , 这才使他们能共同形成一个华人社区。不仅如此 , 海外华人社会
中 , 经常在一个“中国文化的理想范式”之下 , 藏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群文化范式。这些具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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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范式在特殊时期能适应不同的情况并做适当的调整。“因此 , 模式越多 , 适应不同情况的
可能性也就越大 , 这便是我们所理解的华人社会结构的关键”。为了进一步阐明华人社会的差异
与整合之间的关系 , 李亦园运用生物学的近化理论 , 强调所谓“适应”概念是指最具变异的因子
以适应不同的环境变迁者 , 并从对海外华人社会的考察扩大引申到中国文化中的地区歧异性与持
续整合之间关系的讨论 , 从而达致以海外华人社会作为中国文化实验室的研究初衷[27 ] 。
(三) “文化调适”的特征与局限
从以上李亦园的麻坡华人研究 , 可以看出他的“文化调适”理论框架的一些特征和局限。
从逻辑上讲 , 华人在海外的“文化调适”, 是源自华人祖籍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在海外
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地社会的历史过程 , 因而它涉及华人祖籍地和移居地两方面的研究。李亦园在
研究中 , 相当重视对华人祖籍地社会文化形态的考察。前节提到 , 由于中国大陆的政治变迁 , 人
类学者无法深入华南研究东南亚华人的祖籍地。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 李亦园在到马来亚进行田野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 李亦园的“文化调适”理论并非不变和静止的 , 而是呈现出可变和动态






民海外后 , 在新的社会自然与人文环境条件下 , 华人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文化特征不可避免地会发
生许多祖籍地社会所没有的变异。例如麻坡华人以闽粤八大方言帮群为其社会的基本结构、以社
团间的“执事关联”作为华人社会组织系统的基本纽带等等 , 这些新形态的出现是当地社会环境
的产物 , 很难产生于华人的祖籍地。因此 , 与其说华人社会形态与文化结构是中国本土文化在海
外的延伸 , 还不如说是经过“文化调适”的华人文化逐渐趋向于当地化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 ,
东南亚华人社会并非祖籍地社会的“移殖”, 而是一个在当地社会脉络下再建构的历史过程。另
一方面 , 正如李亦园所看到的 , 随着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的相继独立及教育、文化、种族、宗教等
政策的改变 , 华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也随之发生变化 , 华人文化因之也越来越在地化而呈现
出所在国的本土特征。可以预见 ,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和时间的推移 , 华人必须不断进行文化调
适 , 但其发展的趋势并非作为中国文化实验室的一种形态 , 而是华人社会本土化的加深。
四、田野调查 : 人类学东南亚华人研究的基本方法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 , 李亦园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他对田野调查的执着和热爱 , 几乎
到了忘我的地步。曾有一个故事讲到 , 在停止做长期田野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 1994 年前后 , 李
亦园陪同他早期的学生黄树民教授到台湾宜兰做短期的田野考察。一到村落 , 李亦园喜形于色的
情绪马上被也是老田野的黄树民所觉察 , 于是向身旁的同行和学生们说 : 你们看 , 李老师一到田
野眼睛都放光了。李亦园自己才意识到田野工作对他所具有的“致命吸引力”[29 ] 。
李亦园在许多论著中谈到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30 ] 。他认为 , 田野调查工作 (fieldwork)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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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最具特色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 是一种对社会及其生活方式亲身从事的长期性的调查工
作。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工作 , 通常都要求研究者在当地至少生活半年以上。在这段时间内 , 研
究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浸淫在民族的生活中 , 学习当地人的语言、参与当地的活动 , 尽可能地
将自己溶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借助这样的手段 , 人类学家才可以从当地的特殊经验里 , 提炼
出文化的内在意义。田野调查的重要内容是“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 其目的是为了收集人
类学家的研究资料。所谓“参与观察”是指人类学家在一个社区中做研究时 , 不仅作为旁观者观
察研究对象的一切 , 同时也相当程度地参加到他们的活动中去 , 以求更密切接触的观察。而“深
度访谈”, 则是指人类学家与研究的对象做无拘束、较深入的访问谈话。上述研究的主要目的 ,
是为了了解当地人的观点 (native’s point of view) 。李亦园强调 , 对于人类学家而言 , 每一个民
族的概念性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 只有从该民族的眼光去了解 , 进入当地人的世界 , 以当地人的
眼光看待事物 , 才能进入、容忍且欣赏所有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习俗 , 才能掌握文化真正的意
义。另一方面 , 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 , 因不同的立场而产生差异实属正常。因此 , 一个外来
的人类学者要了解当地人的想法 , 就必须长期观察并参与其间 , 才能了解他们真正的想法[31 ] 。
李亦园在总结自己数十年的治学时曾指出 , 他在台湾高山族文化、台湾汉族传统文化和东南
亚华人方面的研究工作 ,“都是经过一番长久的实地田野工作”[32 ] 。他的学生陈中民教授也指出 :
“亦园师论文的素材都是一点一滴的从田野工作中收集而来的 , 论文都是言之有物 , 以实际的文
化现象、社会问题来支持他的理论”[33 ] 。本节笔者仅讨论李亦园东南亚华人研究的人类学田野调
查 , 还是以麻坡研究及成果为例。
李亦园的麻坡华人田野调查有以下特点 : 第一 , 注重实地田野研究。从 1962 年开始到 1966
年 , 李亦园前后三次到麻坡进行田野调查。第三次的田野工作从 1966 年 10 月至 1967 年 3 月 , 前
后历时半年。《一个移殖的市镇》即是以几次的麻坡调查资料加以分析撰写而成。第二 , 在田野
研究工作期间 , 李亦园主要采用询问法和参与观察法。由于他的母语为当地人的方言 , 同时有一
些真正的亲缘关系 , 所以“参与观察程度远较一般外国学者在研究华人社会时为深”。此外 , 他
也采用“问卷法”作为收集补充材料的方法。
李亦园在麻坡的田野调查获得了丰富的研究资料。除了收集有关马来亚华人及各种族人口大
量的人口数据、1955 年至 1964 年马来亚政党和大选等文献、各华人社团的特刊、会议记录等资
料外 , 他还运用问卷调查、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等方法 , 获得大量非文本资料 , 制作成各类重要
的表格。以他对“社区领袖的本质”研究为例。他选取 130 位麻坡华人社区领袖作为研究对象。




之籍贯”、“公职与勋位”、“与其他领袖之亲缘关系”等 19 项。在上述丰富调查资料的基础上 ,
他分别整理出近 50 份统计数据表 , 从 20 个方面讨论华人社区领袖的特性 , 得出这些领袖在方言
群、财富、受教育程度等 10 个方面的特征[34 ] 。正是在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和扎实严谨考察的
基础上 , 李亦园完成了这部在人类学东南亚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
综上所述 , 李亦园的研究成就显示 ,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对于东南亚华人
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人类学者长期深入华人社会进行田野调查 , 亲身感受并力求真实了解当地
社会的脉络与当地 (事) 人的观点 , 显示人类学者的人文关怀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田野调查方法








的研究视野 , 使他在对不同文化形态的考察中容易找到比较的参照数 , 而且也扩大了他理解各种
类型文化的学术胸怀和人文关怀。从 1952 年直至 2002 年的半个多世纪里 , 在承担繁重的教学和
学术行政工作的同时 , 他出版和发表了 19 本专著和近 200 篇学术论文 , 这些论著涉及人类学论
说、台湾高山族、华人研究、汉人家族与宗族、汉人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综合讨论、神话传说及
少数民族等许多研究领域 , 他对中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 , 对中国文化研究在过去数十年中所做出
的贡献之大 ,“在今日的文化人类学界里是难有能望其项背的”[3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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